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下)

秦　　　晖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

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 ,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 ,父

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 、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 ,阻碍着民主 、人权

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确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的一面 ,即“大共

同体”不仅抑制个性 ,而且抑制小共同体 ,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 ,甚至也压抑了

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 。近古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

一带发达 ,但公民社会的发育却比南方更为艰难 ,这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前近代社会中 ,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 ,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

能一下子同时摆脱所有的共同体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 。因此 ,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

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 ,对主要的是共同体桎梏形成制衡与消解机制 。如

所周知 ,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行会是市场关系发达的障碍 。但在早期正是行会在与领主权作

斗争 、争取城市自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出现的“公民与王权的联盟”更是如此 。

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 , “民族国家”形成很晚 , “大共同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 ,阻

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是采邑 、村社 、行会 、宗族等小共同体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 ,大共同体

的权力对于冲破小共同体桎梏 、从而解放个性 ,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而公民(市民)可以与王

权携起手来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 ,而在依附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基础:公

司 、协会 、社团 、自治社区等。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 ,才转而向王权及其所

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 ,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取代“王朝国家”。而在传统中国不可能

出现这种情形。相反 ,由于传统中国“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 ,因此如果说在西

方 ,王权虽从本质上并非市民社会的因素 ,但它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可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

那么在中国 ,包括血缘 、地缘组织(宗族 、村社等)在内的小共同体即便内部结构仍很“传统” ,但

只要它对大共同体本位体制而言具有自治性 ,则它在一定阶段上也可能成为推动市场关系与

人的个性发展的有利因素 。换句话说 ,如果在西方 ,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个体本位的

公民社会演进需要经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本质上即公民个人权利与大共同体权力的

联盟)的话 ,那末在中国 ,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便可能要以“公民与小

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 。所谓“联盟”当然是个象征性说法 ,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约(西方历史

上的“市民 —王权联盟”也并非实指),而是意味着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二者

间形成客观上的良性互动 。

在社区自治与自治性社区权利极不发达的传统中国 ,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相联系的小共同

体(包括家族组织)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社区自治的功能 ,并以其集体进取精神克服大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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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束缚 ,从而为个性的发展打开突破口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宗族关系与商品经济同步而“逆逻

辑发展”的事实 ,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但它最终能否像西方的王权一度有助于市民社会的建立

一样 ,为中国打开一条新路 ,历史并未作出答案 ,因为近代以后中国原来的发展轨迹中断了 。

不过改革时期东南地区再度出现宗族共同体与市场经济同步繁荣的局面 ,却十分耐人寻味。

改革后东南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被世人目为“奇迹” 。而乡企的发展史初看起来似五花

八门 ,典型的如“温州型”乡企多是私有制 ,而“苏南型”乡企在 1996年大转制前则是“集体企

业”为主。于是关于“乡企奇迹”的原因也就有了“市场动力”论与“新集体主义”论等彼此 牾

之说 。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 ,这些或公或私的企业分布却有一个共同点 ,即它们主要是在

“市场网络所及 、国家控制弱区”发展起来的。创造出温州奇迹的许多中心市场与民间工业区

都位于非行政中心亦非交通要道之地 ,如永嘉之桥头 、温岭之石塘 、永康之大园东 、古山 、苍南

之龙港 、金乡等等。而这种“大市场中的小角落”恰恰也是苏南乡企的最佳发展基地。苏南最

大的行政中心与交通枢纽南京市 ,市郊诸县的乡企都难以发展 。迟至 1990年 ,南京市属地区

的乡企在江苏各市中仅居第 8位 ,而无锡 、苏州 、盐城 、南通等地就活跃得多 。在这些地区 ,主

要的乡企发展地也往往位于行政辖境的“角落”里。如丹阳市乡企最发达的皇塘 、界牌二镇都

是该市最边远的镇 ,不仅纵贯丹阳境内的铁路 、运河 、高速公路不达 ,甚至连丹阳通往各县市的

干道也不经此二镇。其中皇塘位于丹阳 、金坛 、武进三县之交 ,界牌则位于丹阳 、武进 、丹徒 、扬

中四县之交 。而城关所在的云阳镇都没有什么乡企 。吴江市乡企最发达的盛泽 、黎里与震泽

三镇也是该县最边远的 ,位于江浙两省界上 ,而城关的松陵镇乡企产值仅排名第 7 。宜兴市乡

企最发达的太华 、丁蜀等镇与全市首富的都山村也是如此 ,该县最边远的是苏浙皖三省之交 、

全县最高峰黄塔顶下的太华镇 ,而该镇乡企产值仅次于丁蜀 ,外贸供货值则三倍于丁蜀而列全

县之首;与此相反 ,城关所在的宜城镇乡企发展的名次竟在 10名以外 。

类似现象在苏南十分普遍:诸如金坛市的直溪 、指前 ,太仓市的沙溪 ,锡山市的前洲 、玉祁 、

查桥等 ,都是辖境内较偏远乃至最偏远之地 ,但乡企发展最速 ,远在城关之上 。尽管这些地方

城关镇辖区农业人口并不比一般乡镇少 ,而人均耕地却大都少于一般乡镇 ,又位于物流 、劳务

流与信息流的枢纽之地 ,无论从需要还是从可能看似乎都是最有利于乡企发展的。然而整个

苏南地区各县(县级市)中 ,城关所在镇乡企发达的很少 ,排名辖境首位的仅张家港市城关杨舍

镇与昆山市城关玉山镇二例 ,而锡山之东亭 、武进之湖塘等镇 ,则是乡企发展 、市镇兴旺后县级

行政中心才迁入而成为新城关的。苏南乡企从形式看不同于温州的私营企业 ,当地宗族关系

也远不如浙 、闽 、粤诸省发达 ,但就是这样的“集体企业”为什么也只能在“角落”里发展起来呢 ?

显然 ,这是因为大一统的强控制不仅压抑了个人活力 ,也压抑了小共同体的活力 。而在这种控

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小共同体”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乡土人际关系纽带 。它既非“现代企业

制度”下的公民契约性经济组织 ,也非“闾里什伍”的传统行政安排与政社合一的“集体” 。苏南

乡企自然不是宗族经济 ,但却往往带有浓厚的“庄主经济”色彩。

内地的早期乡企同样存在类似现象 ,包括著名的天津静海大邱庄在内都是从“角落”中成

长的 。只是到了 90年代中期改革更进一步之后 ,内地乡企发展才在城关附近凸显。如陕西省

1997年的五大乡企明星:咸阳秦都区留印村 、宝鸡县虢镇 、耀县孙原村 、临潼骊山镇西街村 、岐

山县歧星村都是在城关辖区发展起来的 。但与苏南不同的是:这些新的乡企活跃区大多以私

营经济为主 ,而与此同时苏南乡企也出现了迅猛的私有化之潮(秦晖 ,1997)。这表明 ,城关附

近 、交通干道上的流通优势与行政控制优势这两大因素中 , 9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以后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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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突出 ,它使得“农民企业”为回避行政控制宁可牺牲流通优势 ,在“角落”里求发展 。当然这

有个条件 ,即整个大地区经济较发达 ,市场网络较活跃并足以伸入这些“角落” 。否则 ,像中西

部贫困地区那种封闭的“角落”里乡企也是难以发展的 。

这一特征表明:90年代中期以前乡企发展的最重要“优势” ,与其说最能利用市场机制 ,不

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 ,无论私营型(如温州)还是集体型(如苏南)乡企 ,在这一点上似乎是

共同的。而在不发达与发达地区这一点也基本相似 ,以下二例可见一斑:

广西桂平县上国村莫兆欣 ,以四五人几百元起家搞药厂 ,曾因违犯医药法规被罚款数万

元。后来他屡挫屡起 ,越搞越大 ,产值达 2亿之巨 ,成为桂平县的龙头企业 ,但仍地处桂平大山

中最偏僻之地。县里屡屡催他迁厂到城里并许以种种优惠 ,但他坚执不肯 ,仍在本村 、乡滚动

发展 ,围绕药厂搞起了纸箱 、制瓶 、包装 、运输 、洗印诸企业 ,又投资并贷款建起了年产值 500多

万的木材防火加工材料厂和年产值上千万的广西最大水禽养殖场等立足本地的资源型企业 。

莫兆欣在“角落”中把事业越做越火 ,以“大山`吃药' ”名扬全国 。他的企业吸纳了全乡 60%的

“剩余劳动力” ,并向本社区的教育 、公益事业大量投资 。从而不仅赢得了巨大的乡土声望 ,而

且成为 1996年农业部表彰的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

河南新乡小冀镇中街村村民杜天贞以 3 个人办封头厂 , 1990年时资产已达 1200万元 。

此时他自愿把厂上交集体 ,引起轰动 ,传媒曾以“一个千万富翁的消失与一个富村的产生”为题

大炒过一阵。之后他继续当厂长 ,又任村委会主任(村长),然后入党 , “被村民(?)选为村支部

书记” ,成为村企合一 、党政合一的庄主 ,但他主要的依靠仍是自己的家人与亲族 。其高中毕业

的妻子是他的“好参谋” ,杜家兄弟数人常在家开会帮他决策 ,尤其是大哥杜天学长期任村干

部 ,老谋深算 ,对他帮助极大。杜天贞自谓本人仅上过四年小学 ,靠全家人帮忙才有今天 。

这两个案例一南一北 ,一私一公 ,但都有许多共同点:依托地缘 、血缘共同体 ,不脱离乡土

人际关系与家族的基盘。莫兆欣办的是私营企业 ,但那种死守山乡不进城的做法却迥异于资

本主义“经济人” 。杜天贞化私为公 ,但其企业却更像个家族公司而不像传统的“公社企业” 。

实际上江浙等发达地区乡企经济中也有类似情形 。无论姓私姓公 ,以“能人”为中心 ,以小共同

体为依托的“庄主经济”都是乡镇企业的通行模式。出现这种状况是不难理解的:既然这时乡

企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不在于它最能利用市场机制 ,而在于它最能摆脱国家计划控制 ,那么是否

采用最适应于市场关系的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形式便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摆脱大共同体本

位的控制来说 ,一盘散沙式的“伪个人主义”有时反不如自治性小共同体更为有效。但这种“庄

主经济”式的小共同体本位与某些论者宣传的“新集体主义”绝不是一回事 。集体主义不管

“新”“旧” ,都与个体主义构成相对;而“小共同体本位”却是与“大共同体本位”构成相对的 。关

键在于: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严格地讲并非所谓集体经济 ,当时公社的生产计划 、产品处理 、

要素配置乃至领导人的任命 ,都是由政府而非农民“集体”决定的 。因此公社经济与国有企业

一样是“国家本位”经济 ,区别只在于国家控制国营企业 ,国家也承担了控制的后果 ,(即企业不

自主经营 ,但也不自负盈亏 ,国家保障工人的收入)而人民公社则是由国家控制却由农民来承

担控制后果的。乡镇企业摆脱了这种状况 ,即使像南街村这样的“正统集体经济” ,也号称“外

圆内方” ,即对外保持企业法人在市场上的自由经营者地位 ,脱离了大共同体的控制。这是乡

企能创奇迹的根本原因。至于“新集体主义” ,如果泛指任何形式的协作 ,那一切现代经济都是

这样 ,算不得乡企的特点;如果是指“公有制” ,则“温州型”的乡企固然算不上 ,就是苏南式的乡

企 ,经过 1996年以来的“大转制”与产权改革 ,又还有多少这种“主义”的色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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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些乡企的家族色彩 、“庄主”色彩与小共同体色彩曾令一些外国人难于理解 ,在他们

看来这种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村社式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近乎农奴制式的体制怎么会有

如此活力? 而我们的一些论者则把这种状况称为宝贵的传统与“本土文化资源” 。甚至称为

“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救世模式 。的确 ,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问题 ,是无法理解这种

“小共同体活力”的。但如果想到法家式或拜占廷式的“伪个人主义”之反公民社会性质 ,那就

可能设想 ,这正是一种“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以走出传统社会的过渡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

与其说是传统的 ,不如说是反传统(反国家本位之传统)的 。它与西方借助王权走向近代固然

是不同的途径 ,但同样要以公民社会为归宿。在一点上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 。

除经济外 ,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现象也体现在政治 、文化等领域 。我国近年来搞“农村

基层民主” ,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助长宗族势力”的指责。如去年浙江台州前所 、杜桥等镇的

一些村由农民选出的村委会被镇里撤销 ,并由政府指派了“村管会” 。有趣的是镇里对这种“竞

选”不是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指责为“宗族作怪” ,而由政府任命的村管会头头却往往

派的是“资产阶级” ,即当地号称“首富”的私营企业家! 其实考诸历史 ,朝廷派遣大私商来推行

垄断与统制倒是有传统的 ,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 、孔仅 、东郭咸阳来推行盐铁官营就是一例 。

私商的唯利是图 、六亲不认在这里并未成为“市民”性格 ,而是成了大共同体本位的工具。反而

是宣场宗法伦理的儒生(贤良文学)成了民营经济的捍卫者 ! “伪个人主义”与小共同体在中国

传统中的角色于此可见。与此相类的另一种现象是我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村级民主”往往都

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 ,如辽宁 、河北等地区 。据说我国农村第一个村

民直选的村委会就出在广西最贫困的河池地区之宜山县(1980年)。而在一些贫困地区 ,早在

改革前旧体制下由于一穷二白的“集体”没有什么资源可供争夺 ,因此那时就十分“民主” ,生产

队长都是轮流当 ,更无所谓庄主现象。这些地方传统社区组织几为空白 ,改革后生产队取消 ,

村政(指自然村而非行政村)就几乎不存在了(秦晖 , “村兮归来” ,《中国改革报》1998年 5月 29

日)。除了大共同体本位下的官府厉害外 ,村民在社区内其实没感到什么压迫。在这些地方 ,

农民的关切点与其说是“社区民主” ,不如说是社区自治;而社区民主的含义与其说是限制“庄

主”权力 ,勿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包括作为“国家经纪”的庄主权力),因此仅仅把社区

民主局限于“民选村官”是远远不够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国家经纪权而使“村官”更多地体

现社区立场 ,使“村官”能在国家面前维护村人的公民权益。如果反过来 ,只从国家本位的立场

为了削平尾大不掉的庄主 ,维护大一统价值而搞“村级民主” ,像以往改革前常用“运动民主”来

加强一元化体制那样 ,那就意义不大。而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 ,这些年来许多

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 ,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 、企业“吃掉”村级组织 、“村子公

司化 、支书老板化” 、“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 ,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

制” 。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构问题 ,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

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然而人们却很少从传

统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的角度对“庄主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

传统中国不同于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 ,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如魏晋时期)外 ,很难出

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之弊。中国历史上的“庄主” ,要么以“国家经纪”身分在官府支持下为

弊 ,类似于《水浒》中祝家庄 、曾头市之“庄主”那样 。这种的“庄主之弊”实质上与吏治腐败一样

是大共同体本位之弊 ,并不是单纯的“庄主”问题 。要么“庄主”作为一种可能制衡全能国家的

自治力量起到“保护型经纪”作用 ,这种庄主自然也会生弊 ,但比起全能国家之弊 、官府胥吏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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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专横之弊来却是次要的 。因而我国历史上屡见农民宁当“私属”而逃避为“编氓”的现象 ,甚

至“庄客”支持“庄主”抗官的现象。所以在中国批判“庄主”现象有个从公民权利出发还是从全

能国家权力出发的问题。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庄主政治”当然谈不上是“中国传统”超越了

“西方民主” ,但比改革前“一元化”控制下赤贫农村“干部轮流当”式的“民主”还是一种进步。

在文化上 ,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在改革中的农村也留下了痕迹。近年来学界对东南

农村中的修谱造祠之潮甚为关注 ,但我觉得更值一提的是浙江等一些农村地区的“村志”现象 。

如永康县清溪乡(今永康市清溪镇)1986年由乡文化站文化员 、乡初中卸任教务长等人在乡政

府支持下倡修《清溪乡志》 ,消息一出 ,乡属各村纷纷响应 ,结果在《乡志》编成前已有八九部村

志先期而出 。这些民间编印的“村志”宗谱色彩浓厚。如《官川村志》356页中就有 314页 ,即

全书篇幅的 88%是宗谱 ,编者明言是“借编志东风 ,重修家乘” 。(《永康官川村志》 , 1987 年自

印本家谱页第四)但既为一村之志 ,所以又与传统宗谱不同 ,除了本村主姓之外 ,还记载了其他

姓氏村民的谱系 。如《官川村志》中除了该村主姓的《胡氏宗谱》外 ,还有《官川其他姓氏支流世

系》和《官川村各姓氏传列》 。从 80年代后期到 90年代中期 ,在这种“村志现象”的发展中 ,不

断受到个性解放的公民文化从一个方向 、坚持一元化控制的大共同体本位文化从另一个方向

的双重影响。如后于《官川村志》而出的《山西村志》的宗谱初稿依传统只列男系 ,付排之后便

有村民提议:“在世系排列上应与宗谱有所不同 ,女的要求排上” ,迫使该志抽版重排。(《山西

村志》 ,1988年自印本)到了 1994年的《河头村志》 ,便出现了《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 ,它把本

村村民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人的贾氏 、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 、迄今已传 23代的吕家直到

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戴 、潘等姓 ,不分男女 ,人人入谱 。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

河头者为世系之源 ,废止了传统族谱乱攀远祖以显其贵的陋习。另一方面 ,农民们对来自大共

同体的“禁谱令”进行了巧妙的抵制 。《河头村志》在寻求正式出版时 ,出版社根据禁止出版族

谱类书籍的有关规定不让收入《世系表》 ,农民们便来了个移花接木 。结果问世的村志虽印数

仅 1500册 ,却有两个“版本” :交出版社发行的没有《世系表》 ,据说只印了 100本以蒙混上头 ,

而其余 1400本都在装订时暗中加上了《世系表》 ,由河头村自己发行与赠送 。闻此内情者莫不

感叹 。

从 1987年装订简陋的自印本《官川村志》到 1994年以来铜版精装正式出版的《河头村志》

及以后的《前洪村志》 、《雅庄村志》等 ,从“宗谱”到“村民世系表” ,我们看到当地农民的“小共同

体意识”在明显增强 ,而这显然不是以扼杀公民个性与个人权利意识为代价的。

小共同体与公民社会的前途———兼论“新”儒家如何可能

总而言之 ,改革时代中国除了公民意识在成长(尤其在城市中)外 ,最显著的变化是小共同

体的凸显(尤其在农村)。这些小共同体由于微观上带有传统色彩(例如宗族色彩)而引起了两

种议论:或斥其为“封建复辟”或褒之为“传统活力” 。然而从“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角度看 ,

这种小共同体的兴起与西方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样有正面意义的。另一方面 ,这种“宗族

的崛起”与西方历史上“王权的崛起”一样只是走向个人本位现代社会途中的阶段性现象 。现

代化的完成终会消除宗族束缚或其他类型的“小共同体束缚” ,正如其在西方消除了王权的束

缚一样。当然 ,这并不排除宗族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象征符号继续存在 ,正如在西方王室可以

作为象征符号继续存在一样。这自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如今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会经由“公民

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成功地走完西方社会经由“公民与大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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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过程 ,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也并不必然会导致

现代化。从逻辑上讲 ,这种联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权”战胜领主而走向现代化 ,也有可

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 ,而出现传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 。如 16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

此。在那里王权的胜利和领主的没落并没有使采邑制的废圩上生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 ,因

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这种结构战胜王权。结果 ,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集权帝国虽

然一度称雄于世 ,却演变为一个极端保守的老大帝国 ,并使西班牙长期成为欧洲病夫与落伍

者。同样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结果既可能是前者利用后者 ,也可能是后者利用前者 。在

后一情况下 , “庄主”现象发展为诸侯现象 ,一元化体制的解体不是导致公民社会而是导致传统

的乱世 , “朝廷”的“自由放任”没有放出一个“中产阶级” ,却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 。在这种

情况下中央集权会变成领主林立 ,统一国家会变为一盘散沙 ,但这只是历史上“合久必分”的重

演而并无现代化意义 。当然 ,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另一种结局 ,即由于“庄主”过份的负面影响

使“公民”重新寻求大共同体的庇护 ,造成传统一元化体制的复归 。这正如西方“公民与王权的

联盟”除了可能导致“西班牙现象”外也可能导致“意大利现象” ,即由于王权过份的负面影响使

公民重新寻求小共同体庇护 ,造成近代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式帮派社会一样。因此无

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实现都不是“必然”的 ,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完全错

误。“公民”无论与大共同体还是小共同体结盟都是有风险的。但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则对传

统中国人与传统西方人同具吸引力 ,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同样是错误的 。

改革 20年来随着小共同体的不断成长“庄主”现象的负面作用已引起人们注意 ,但究竟是

以法家的思路还是以现代法治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 ,是以“王权”还是以公民权来制约“庄主” ,

则事关重大。在此我们不妨再做个历史比较:在西方历史 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要避免公民

被王权所利用 ,就要走社会改造先行之路 ,即先在“传统”王权之下变小共同体本位社会为公民

社会 ,然后再以公民社会组织为纽带制衡王权(一盘散沙式的人们是不可能制衡王权的),变王

朝国家为公民国家。显然 ,能否先形成公民社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那么 ,在“公民与小共同

体联盟”的条件下 ,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 ,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变传统国

家为公民国家(民主国家),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制约“庄主”(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是无法

对付“庄主”的),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先形成公民国家

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简表如下:
(1)西方现代化

小共同体本位——— ——— ———公民与大共同体的联盟——— ——— ———公民(个人)本位

传统社会(依附) 公民社会(契约) 公民社会(契约)

“前国家”(伪民主) 传统民族国家(专制) 公民国家(民主)

(2)中国现代化

大共同体本位——— ———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公民(个人)本位

“前社会”(伪个人主义) 传统社会(依附) 公民社会(契约)

传统民族国家(专制) 公民国家(民主) 公民国家(民主)

笔者反对那种粗陋的类比 ,即从西方历史的发展得出“先有自由后有民主” ,因而民主必须

缓行的“规律”论 。的确 ,就西方而言“王权庇护下的自由”是“公民与王权的联盟”现代化之路

的重要阶段。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清末 、民国的历史已表明 ,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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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 。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能否有助于“民主” ,则有待于我们的实践 。

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道路上 ,文化领域的一大问题就是所谓的“新”儒家复兴是否

可能 。这里我们说的不是儒家的个别词语如“天下为公” 、“民贵君轻”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

类能否与现代价值相通 ,而是就儒家的基本价值而言。在儒家的基本价值体系中缺乏个人本

位的公民权利观念 ,而没有这个就谈不上现代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谈不上由身份

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因此儒学不能取代“西学” 。至于说儒学能否“超越现代性”而给人

类 、包括西方在内指出一条通往“后现代”之路 ,那就更为虚玄 ,本文无法在此评述。问题是:在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中介状态下 ,儒家思想资源的意义何在 ?这就涉及我们对真正的(而

非典籍上的)“中国传统”的理解 。如前所述 ,中国的真正传统是“儒表法里” ,而表里之间虽经

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的改造 ,仍然是有矛盾的。文革时期的“批儒弘法”与“马克思加秦始皇”

之论虽然充满了附会 、影射及“古为今用”的曲解 ,却不能仅仅视之为一大历史玩笑。大共同体

本位体制与儒家价值的矛盾 ,从秦汉以来的确是一直存在的 。儒家无个人本位之说 ,但却有

“共同体多元化”倾向而反对大共同体一元化。《孟子·离娄上》说:“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而天

下平。”而法家则坚决反对亲亲之说 。《商君书·开塞》云:“亲亲则别 ,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 、

险为务 ,则民乱” 。于是便有了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价值观 ,和为大一统的法 、术 、势可以六

亲不认的法吏人格。(瞿同祖 ,1981)

从共同体多元化立场出发 ,儒家认为每个共同体内都有长幼亲疏贵贱上下之别 ,不平等是

普遍的 ,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虽有违现代平等价值 ,却与大一统的

“编户”必须“齐民”的观念相矛盾。而法家则鼓吹大共同体本位体制下普遍奴隶制的“平等” ,

人人为皇上之奴 ,彼此不得有横向依附 ,“不知亲疏 、远近 、贵贱 、美恶” ,一以度量断之 。(《管子

·任法》)极而言者甚至把人人都视为皇权之下的“无产者” :“三代子百姓 ,公私无异财 。人主擅

操柄 ,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 ,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 ,势亦无自来” 。(王安石:《兼并》

诗)由此产生了统制经济下的“抑兼并”思想 ,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是“贫富之不齐”(《管子·

国蓄》)。因而需要“令贫者富 ,富者贫” ,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商君书·说民 、弱民》)! 而这

种禁止人民各有其“私”的皇权管制下的“平均主义”其实是最大的不公 ,即黄宗羲抨击的“以我

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

如此等等。显然 ,儒家思想本身不是现代化理论 ,但它作为一种共同体多元化学说对大共

同体本位 ,尤其对于极端的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是有解构作用的 。儒家思想更不是什么“后现

代的救世理论” ,但它在中国的条件下也并非现代化之敌人 。而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

件下 ,出现现代公民意识与“儒家传统”的联盟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种联盟中的儒家也许就是真

正的“新”儒家。但是 ,这种“新”儒学必须不是以解构所谓“西学” ,而是以解构中国法家传统为

己任的 。“新”儒学的对立面不是公民权利 ,而是大共同体独尊。这就要求“新”儒学理论必须

公民本位化 ,而不是国家主义化。否则儒学就无法跳出董仲舒以来儒表法里的怪圈 ,它的前途

也就十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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